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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交替，沧海桑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光彩，
相反，它依然以其普遍性、科学性和理论性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进程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
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①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充分认识这一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

的关系，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演变研究。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

乔治忠 ( 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揭

示，乃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
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②实际上，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是马克
思与恩格斯合作研究的成果，许多重要的著作，本就是二人共同撰写，当然正如恩格斯的多次申明，

一切都是以马克思为主导。事实上，恩格斯本人也具有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
继续致力于马克思在理论建设上的未竟事业，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体系进一步系统化，并且做出

精辟的表述。

一、多历年所的探索和结论

感受和探索历史变化的规律性，是历史认识和深度思考的自然取向，无论西方和东方的思想家

与史学家，很早就有所作为。中国战国时期萌发的历代“五德终始论”，经学中《春秋》公羊学的“三
世说”，均有描述历史必然性的思维取向。西方近代的学者在探索历史规律中，取得不少引人瞩目的
结论，例如意大利史学家 G. 维科( 1668—1744 年) 于 1725 年出版了《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
理》一书，经大加修订，五年后再版，称《新科学再编》，认为人类各民族即使相隔甚远，也具有共同的
发展路向，即规律。近代德国具有哲学发达的特色，哲学家康德( 1724—1804 年) ，将人类历史视为
一个连续进步的过程，认为历史学“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
乎规律的进程”。③ 黑格尔( 1770—1831 年) 则试图将世界历史描述为分阶段、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
进程，但把发展动力归结为精神，他说: “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
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④一般而言，对于历史规律的探求，是历史哲学、历史学处于积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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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中一定会深化到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仅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建立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而且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基础建设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与恩格斯于 1846 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已经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

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
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
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由认定“生产”是
“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顺理成章地就会关注生产力的问题，马克思在 1846 年的一封书信中指出: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
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②由于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那么个人的意志
就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每一代人都是在承接前人已然取得的生产力，从事新的生产。
生产力“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即人们必须结合成一定的交往关系
( 又称“交往形式”，后来表述为“生产关系”) ，才能进行生产，这就导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
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③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矛盾的运动作出描述:

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

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

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 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
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

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
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④

这里已经形成历史唯物论的最核心观点，即生产力是不断进步而发达化，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发展主要在于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更新。同
时，这段论述也打开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广阔视野，即指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构成一个有联系的
交往形式的序列”，历史发展的同时，个人的能力也得以发展。
此后，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就从这个基础上日益丰富和完善，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表述也日益

缜密和准确。例如: 提出“生产方式”的范畴，其含义是一定社会中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
范畴的运用，便于考察社会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与基础。提出社会“经济结构”或曰“经济基础”以及
“上层建筑”的范畴，经济基础是指一个社会内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在社会生产关系不是单一的，
多种生产关系需要总和起来研究，但其中必有一种主导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树立于经济基
础之上的社会政治、法律、国家体制以及各种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构成又一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基
本矛盾。另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形态”，内涵近似于经济基础，但融括有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的
因素，用以分析和标示一定时期的社会性质。这类范畴及其相互联系，得自对人类历史客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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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与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纲维和网络上的纽结，成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关键性的

概念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述了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只是表述用语尚未成

熟: 第一阶段为“部落所有制”，①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原始社会晚期“父权制”管辖下已临近向社会分
化的阶段。这里用“部落所有制”表述奴隶制之前的社会形态，是因为“在 1847 年，社会的史前状态，
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② 第二阶段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这种称谓源于对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的初步研究，是从“公民仅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
隶”向私有制转变，从而使“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③总之是奴隶制社会。第三
阶段为“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同样做了详细的分析，随后又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
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最初阐释。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运用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指出:“因为奴

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④马克思接着论述了“封建制度”、封
建主义和封建的生产，以及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⑤更展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将创造
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⑥ 值得注意的是: 距《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写作不到一年，他就已经形成了“奴隶制”“封建制度”等比较标准的表述社会形态的用语。
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运用上述范畴概要论述了对于历史唯物论和

历史规律探讨的结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
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

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
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
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
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⑦

这段论述的重点是阐明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显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迟早会发生改变，于是历史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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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的，而且总体上是走向进步的。因此，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等于指出了历史发
展、进步的规律。但是，历史规律的探讨不能就此笼统地结束，必须将悠久、漫长的历史划分为不
同的发展阶段，才能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怎样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内运行，以及其如何促成社会性质

的改变。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其中“古代的”

意指奴隶制社会，在当时西欧的语境中，“古代”具有古希腊、罗马社会状况和那一时代的双关含义，
如果“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指奴隶制之前的状况，就正好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部落所有
制”对应，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源于马克思在 19 世纪 50 年代，通过各
种资料了解到印度等东方各国，农村公社跨越各个世代长期存在，致使亚洲表面上似乎没有家庭和

个人的土地私有制，于是投入认真的研究，写出《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其中“资本主义生产
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之第一个小标题就提出了“原始所有制”①的概念，所论述的就是奴隶制社会
之前的土地公有制问题，马克思称之为“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
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 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 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 他
们的部落性质) 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②亚细亚的“原始共同体”是以组成农村公社的形式
来占有土地，由于公社内的生产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一起，遏制了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所以这种公

社的结构很难瓦解，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外表构架仍旧的景象下，其内里的性质则发生变化，“大多
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

唯一的所有者。”这就是说，实际上土地和生产的劳动剩余产品，都是属于专制君主的。“在这种财产
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

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③这种奴隶制却不破坏劳动的社会条件，不改变公社内部生产中的
人际关系。在比劳动奴隶的身份、地位有所改善的农奴制社会，亚细亚的农村公社依然可以维持其
架构而不解体，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字面上，可以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个连续性
社会形态之中的一种。限于当时的资料不足，马克思在尚未对农村公社运行和发展状况彻底研究的
情况下，审慎地用以标示一个历史阶段，留待进一步研究，而将之置于四种已有的社会形态之首，主

要还是表达其“原始所有制”初意。
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中，凡是依次叙述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基于五

种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劳动者所进行的小生产，指出“这种生产方
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却令其解体。④ 因为无
阶级剥削的原始社会的存在没有争议，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理想境界，无须总是与性

质迥异的阶级社会相提并论。
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委托，承接马克思提供的历史观念和笔记资料，在马克思逝世后转年间，就

撰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全面梳理世界各地、各民族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产生的过
程和实况，概括性地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 继之而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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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①他
在 1887 年 1 月写成的《美国工人运动》中，又强调:“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
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②这里的论断十分明
确，即无论东方、西方，历史发展规律在实质和原则上是一致的，在阶级剥削的社会都是依次更迭的
“三大奴役形式”。加之，最早的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为马克
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客观规律。

二、以辩证思维看待历史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列宁以及
20 世纪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使之成为理论建设的精髓和指导
革命实践的理念。需要特别引为注意的是，对于“规律”及历史规律，要切实以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思
维予以理解，避免将规律的“必然性”作绝对化、僵化的解读，才能抵御形形色色的挑战与诘难。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时说:“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

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
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③他在谈到价值规律时说:“总的
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

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④列宁指出: 历史
规律并不意味着历史会单线、机械性地向前发展，“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
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⑤历史规律与一切规
律一样，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的统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
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可见，马克思、列宁都没有把历史规
律视为神圣的、僵化的和不容许有丝毫的偏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将之当作教条来套用在
一切具体民族与地区的历史研究，也不能搜寻个别民族与地区历史状况的差异来诘难和否定普遍

规律。
客观规律是有层次、分等级的，宇宙有其宏大的演化规律，太阳系有其运行规律，地球这一特殊

行星也有其地质时代的变化规律，人类社会依存于自然环境，有着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这诸多的规

律有着大小、高低的等级与层次。各种规律之间，存在互相制约或互有推动的作用，一般而言，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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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6 页。笔者按: 此条引文在 1972 年版《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 4 卷中，没有“希腊罗马时”5 个字。因为“古代”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欧洲往往与“古希腊罗马”寓意相关，故 1995 年版
译成“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表示“古希腊罗马那个时代的世界”，以达到语义双关。因此，恩格斯这一论断，不应视为仅限于欧
洲，而是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适性。因为这里接续着恩格斯论述的亚洲远古所特有的畜牧业，是导致“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
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
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161 页) 由此可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内，包含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得出的结论。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91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5—196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181 页。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94 页。
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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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事物的规律往往可以制约较小体量事物的规律。
一个具体的社会系统，拥有多大程度内在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程序，以及其抗拒外来干扰、贯

彻这种必然性能力的程度，可称为系统的有序性。社会系统的有序性至少由三个因素所决定: 1. 系
统内部结构的完整和严密的程度，如一个政体较完善的民族、国家，其有序性较强; 倘若组织松散、充
满敌对冲突，则有序性较弱; 2. 系统所占据的时空地位的状况，如大的、历史悠久的、地理位置优越的
国家，有序性一般较强; 3. 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展开程度与系统的发展水平，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比古代的小农经济国家有序性强。如果一个社会系统的有序性不足以抵抗较强外来因素的冲击，它
的自身发展规律就可能被打断，因火山爆发导致米诺斯文化的灭绝，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多数民族、
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被西方入侵势力所改变，都可以这样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些具体的发展规律可能被打断，但也不足以否定这种规律，正如无论有多

少数量的个人发生夭折，也不应否认人类生命的普遍规律是经过初生婴儿、幼年、青年、壮年、老年直
到逝世的几个阶段。这种比拟不是将社会发展降格为人体的生物学进程，而是意在说明比生命历程
还要复杂的历史发展，更不能以进程“未完成态”的实例来否定普遍规律性。
历史规律的得出和成立，要在“总体性”和“典型性”的观念上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阐

释，是指普遍性发展趋势，是宏观的命题。不能以个别特殊的具体实例，质疑“总体性”的概括，总体
性规律不必承担对于每一个具体事例的完全符合。因此，马克思、列宁在叙述规律时常用的词语是
“总的说来”，这里不否认个别的例外现象，也不因为存在着例外就去否认总的规律。列宁谈到马克
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关系的规律时，明确指出:“我们强调‘总的’一词，是
因为无论马克思还是他的学生，始终认为这个规律是资本主义总趋势的规律，而决不是一切个别情

况的规律。”①

但是，当对于总规律的“例外”事例被发现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将如何对待呢? 这需要分别不同
的情况，予以具体地分析。
规律可以建立在“典型性”事例之上，尽管“典型性”不一定占全部同类事物中的绝对多数。前

所列举的人之生命进程的规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在现代医学技术全面成熟和普及发展之

前，夭折的人数长期超过所有出生人数的过半，但我们仍然可以将人的生命历程总结为历经婴儿、幼
儿、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直到逝世等若干阶段的规律，何以如此? 那是由于完成全部历程的人乃是
人生完整的典型，典型性具有总体上的代表性。社会历史自然比人体生命复杂得多，其典型性民族
与地区可以依从这样的标准: 1. 文化、生产力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具有明显的先进性; 2. 对其他民族
或地区有很强的影响或干预，力度之大足以部分改变他处的社会结构; 3. 在一定时期起到引领社会
发生跨越发展的作用; 4. 整个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科学文化、对外关系发展得较为全面，在世界上呈
现繁华兴盛状态。近代的西欧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阶段，马克思将之作为历史规律探索的主
要研究对象，是合理的。
探索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能将各地区、各民族绝对割裂开来，自人类起源和远古时代，世界

各地的人群就有多种联系，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将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体。这样，在全球各地、各
民族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仍然极不平衡状态下，处于发展滞后的地区和民族再也难于“按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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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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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地独立发展，呈现了突破社会形态原本程序的跨越性事例。不同民族之间政治、军事、经济和文
化的碰撞，造成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动，自上古至于近现代乃屡见不鲜。例如，古代欧洲的日耳曼民族
被认为处于“野蛮时代较高阶段”( 即原始社会后期) 就侵入了发达奴隶制末期的罗马帝国，从而在
不同民族的碰撞与融合中，完成社会形态向封建制度的转变。① 这种情况，应当把日耳曼民族及其所
碰撞、交融的罗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宜仍将之孤立和分割地看待。中国社会没有经历完整的
资本主义制度，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影响和干预了中国的社会。近现代的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出，
可能改变落后地区的社会结构，原先刀耕火种的地区短时间就可能直接实现部分的电气化，不必经

历西欧从蒸汽机发明到电力运用的长期探索过程。有些民族和地区在世界化的近现代，一方面饱受
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压榨，一方面生产力与社会结构发生跨越性变动，社会形态于是改变。以近现
代世界性整体眼光观察，就不会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规律，是从整体世界着眼，有着主轴方向，内部

蕴含螺旋式、跨越性运行，以及发生许多波动与不平衡状态的立体发展模式，主轴方向占主导地位，
显示辩证的历史进步的前程。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批评为僵化的、单线性的模式，不是误解就
是污蔑。

余 论

前述讲到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扼要地梳理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的建设历程。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与五种社
会形态演进规律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将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从无阶级的原

始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再发展到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的学者将上述“三阶段”
说推重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的最重要表述，甚或认为可以取代五种社会演进之论。
马克思、恩格斯都提到过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但只是在个别语境下，针对不同问题的随机阐

发。例如，提出过关于社会劳动有着未发生异化阶段、劳动异化阶段和劳动异化被扬弃阶段; 提到人
们的独立性问题，在历史上总结为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社会; 也讲过
人类社会有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等。② 这些论述经过理解、发挥，其中有的观点可以贴
合于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发展到高层次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三个阶段。恩格斯在论述唯物辩证
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曾举例指出: 一切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随着生产力发展，被土地私

有制取代，而私有制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又会被更高水平的公有制所代替。③ 这里的表述，
其实是将三种阶级剥削的社会特点合并一起，作为论述哲学问题的例证，是特殊语境下的简化说法，

背后还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为本。
以上这种历史发展三阶段的表述，比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概念笼统，因而被挑剔、质疑之处也似乎

大减，但这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理论之鹄的。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发展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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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都认为日耳曼民族未经过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且分析了原因。而当代学者中，仍有人主张日耳曼
民族也经历过奴隶制社会。
参见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三稿)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分别载于《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9 卷(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46 卷上。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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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论述很少，且结构上也不一致。如，关于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及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阶
段，显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为中心，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归入“人的依赖性”，这里并不区别有
没有阶级的分化，仅以单个人的自由度为标准，不大关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社会形态演变的原理。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探讨历史规律，不仅仅是要解释历史，更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社会，即剖析资本主义
社会必将灭亡的机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既需要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区别于此前的社会，
又需要考察人类如何从原始状态转变阶级分化而又经过那些阶段，才发展到资本主义形态。如果以原
始社会之后是私有制社会的笼统认识为满足，不再划分阶级社会的各个阶段，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私

有制怎么会把生产力高度发展，也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繁荣状态下已经埋伏下灭亡的归宿。
因此，只有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才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最深刻、最完整的表述。
历史发展规律的“三阶段”说一度高涨，有其社会背景。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否定奴隶

制社会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一大思潮，其波涛汹涌，泡沫飞溅，文章充斥于各主要学术期刊，

许多颇具造诣的历史学专家从风而靡。明确主张这种见解的群体，被称之为“无奴学派”，其主要特
点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揭示和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寸土必争”地将许多民族
和地区说成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在此形势下，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唯物史观，遂推重历史发展“三阶
段”之说，放弃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论，大似有“前军不利，退守坚城”用意。此外，还出现一种所谓“一
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模式之说，更加错误，等于否认了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
“无奴学派”的文章虽多，实际却是互相承袭，其学术理念百孔千疮，其列举事例支离残碎，对经
典著述的引证，大多断章取义，颠倒时代，甚至有移花接木、作伪欺诈行为。史学界早就应当对这股
思潮予以批判，从而在思想界拨乱反正。而诸如主张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之说，是理论上的一种
退却，也应当予以纠正。

社会形态更替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

吕薇洲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刘海霞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形态理论在唯物史观乃至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列宁所说，与达尔

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一样，马克思“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
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

上”。①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及更替的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共产主义学说的
重要依据，是共产主义运动依以立足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有没有提出五种社会形态理
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的关系如何，社会形态的更替有无规律? 这些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
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唯物史观的观照下，分析“五
形态”论与“三形态”说的形成发展、内涵特征和相互关系，廓清在该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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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 页。


